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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相对贫困识别体系与监测预警机制研究 

——来自四川省 X县的数据 

李洪 蒋龙志 何思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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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0 年是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将首次得

到整体消除，进入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过渡演变的历史发展阶段。本文提出“一线一体系”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

并运用改良后的马丁法和 A-F 法实证研究四川省 X县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本文认为，首先，农村相对贫困识别线需

要结合多维相对贫困评价体系进行动态调整；其次，相对贫困长效治理需要将“精准”思维与防贫监测预警机制结

合起来划分不同预警等级与缓冲区，为政府及时干预、人口识别及退出提供明确思路；最后，后续帮扶要与乡村振

兴战略有效衔接，尤其是在长效脱贫机制、长效治理机制、政策接续、要素支撑方面加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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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 40 年的“递进式”反贫困实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1][2]自我国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

来，中国反贫困事业取得历史性突破，贫困发生率由2012 年的 10.2%下降到 2019年末的0.6%。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绝对贫困的整体消除并非反贫困的终点，而是

高标准、高质量脱贫的再出发。扶贫事业即将由重点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转变，相对贫困群体将成为新的目

标群体，相对贫困在扶贫工作中的战略定位将更加凸显。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是社会主要矛盾在农村地区的投射，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下的个体能力不

平衡与绝对贫困下的发展成果获得不充分互构共生，[3]将长期存在。然而，在划定时间节点、设定任务目标的刚性约束下，针对

到 2020 年整体消除绝对贫困构成的制度体系与工作机制，部分具有典型的应急性，在相对贫困的常态治理中难以实现可持续。

临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决胜期，消除绝对贫困与解决相对贫困在时代背景、形成机理、贫困群体表征和治理路径方面存在异

质性，如何正确把握阶段特征、总结反贫困经验以提高扶贫政策过渡期的适用性，科学判断未来相对贫困治理的着力点与突破

口，有必要对现行的反贫困战略进行全面调整，其中有效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是战略转型窗口期的首要问题，对未来的扶贫开

发成效起决定性作用。应对相对贫困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还要吸取绝对贫困治理中的宝贵经验，延伸“精准”思维的策略、方

法，通过动态调整与监测，规避贫困瞄准机制间隔周期客观存在带来的时间张力，降低贫困治理成本。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深化

贫困治理体系改革与机制创新，构建农村相对贫困识别体系，实现监测预警机制的常态化与可持续，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的逻辑延续，更是相对贫困长效治理的必要条件。 

当前，围绕相对贫困识别与监测预警问题，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一是相对贫困识别的收入标准问题。世

界银行、OECD、欧盟、日本均采用平均收入、中位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标准，[4]美国采用“一家一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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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划分不同类型家庭的相对贫困线。[5]国内学者凌经球建议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相对贫困线划线依据，但应考虑城乡间的

差距，[6]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提升划线标准，最终实现城乡相对贫困线的并轨。汪晨等建议相对贫困标准对接国际更高标准，

以此倒逼相对贫困治理提质增效。
[7]
该问题的争论是，基于收入水平比例的相对贫困标准，可能会导致数据偏离或筛查误差，低

估相对贫困群体的收入，忽视城乡差异、贫困陷阱、个体福利等现实问题，存在反映跨期相对贫困变动结果效果不足的弊端。

二是相对贫困识别的多维评价指标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相对贫困的核心问题不仅是收入贫困，还包括经济或社会参与权利

被剥夺的多维度综合问题。[8]国外学者基于阿马蒂亚·森的观点从实现路径入手，探讨多维相对贫困的识别方法，不将收入作为

基本需求的中介变量，而是根据贫困群体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剥夺程度设定临界值。[9]我国学者基于多维贫困的概念和绝对贫困

识别的经验，探索相对贫困与多维贫困的有益结合，[10]将相对贫困拆解，使用收入的相对贫困标准测量“贫”，使用多维相对

贫困指标评价“困”。[11]有学者认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应结合收入和多个维度构建具有长期意义的识别体系。[12]目前，多维

度的相对贫困研究视角已经成为主流，这一识别依据也在农村的绝对贫困中得到验证，却鲜有文章提供相应方法。三是相对贫

困长效治理的动态监测预警问题。监测预警能够实现“事前”瞄准干预，防范相对贫困的发生，科学地对致贫风险进行分析和

预测。[13]宁亚芳基于相对贫困对象划分不同的监测预警触发标准，按照低于相对贫困收入标准的程度决定预警的等级，提出针

对性匹配临时性救助的设想。[14]为进一步优化相对贫困的监测预警，有学者提出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动态监测目标群体的

生活质量，提高治理的预见性和精准性。[15]现有文献表明，相对贫困监测预警与其识别依据密不可分，学界在实践与操作层面

逐步趋于一致。 

基于对相对贫困识别与监测预警的认识，本文将沿着相对贫困“识别—预警—治理”的脉络展开研究，以期为建立相对贫

困治理长效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立足贫困治理的长效化、制度化，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善用国内

外相对贫困研究成果，形成科学、有效的农村相对贫困识别体系。二是从贫困的动态性和脆弱性出发，构建灵活、务实的农村

相对贫困监测预警机制。三是聚焦相对贫困长效治理，谋划后续帮扶策略。 

二、构建相对贫困识别体系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现有研究中相对贫困线划分及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方法多以理论探讨形式呈现，极少开展方法验证。因此，农村相对贫困的

划分标准以及多维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划线问题是构建相对贫困识别体系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1．农村相对贫困标准划分问题 

马丁法依据区域实际生活水平进行测算，具有高度灵活性与现实性，实际操作与数据获取简便、理论完备，[16]很多国家包

括我国都采用该方法测算贫困线。世界银行经济学家Martin Ravallion 通过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食物消费支出与非食物消

费支出制定“一高一低”贫困线，其中“低限”表示居民维持最低需求的食物支出与愿意减少最低食物支出为代价的非食物支

出之和，“高限”则表示居民达到食物线的食物支出和达到食物线的非食物支出之和，以此动态衡量居民最低生存标准与最低

生活标准。[17～19]为适应我国发展趋势与减贫理念，国内学者对马丁法进行了部分修正和改良：刘欣认为应按照食品价格与人均

收入对贫困线进行调整，[20]杨立雄提出将马丁法与恩格尔系数相结合以确定贫困线；[21]孙久文提出改良后的马丁法——根据我

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布情况计算相对贫困线，并划定上下浮动区间，其中贫困下限同马丁法的“低限”一致，上线则为保障

基本食物支出水平的居民收入水平。[22]当前我国尚未实现城乡一体化，“贫困陷阱”依旧存在，运用改良后的马丁法能有效衔

接绝对贫困线，因此本文运用此法计算相对贫困线。 

 

(1）式中 bf表示基本食物支出水平，f表示生活支出函数。上限公式为 EC×DPI；下限为（2-EC）×C×EC，其中EC为恩格

尔系数，DPI 为个人可支配收入，C为居民人均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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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划线标准问题 

相对贫困是社会贫困的一种体现，文化、经济、环境差异使得相对贫困识别不能依靠单一、固定的模式，构建多维相对贫

困识别体系时应强调地区发展特点与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现有研究对多维相对贫困维度选取并无统一标准，大多参考 UNDP设定

的健康、教育、生活水平三个维度评价相对贫困。[23]为切合我国农村发展特点，部分学者对该体系进行本土化改造，增减或修

正各维度及指标，如李晓嘉、温兴祥等。张文武、梁土坤通过研究发现，劳动力参与能有效缓解多维相对贫困现象，农村家庭

结构还能强化反贫困政策实施效果。基于上述研究，本文选取包括健康、教育、家庭结构、生活水平及劳动力水平五个维度识

别多维相对贫困。健康维度参考高翔、陈华帅、张永丽，采用新农合参保率、成员身体状况度量；教育及生活水平维度参考张

海霞，采用住房面积、住房质量及耐用消费品数量度量；家庭结构及劳动力水平则参考仲超、张永丽，其中家庭结构考虑每户

家庭总人数差异，选用相对变量——家庭劳动力负担比替代。由于当前学术界对权重尚无定论，本文参照张全红采用等权重方

式进行测量。 

表 1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临界值定义及描述性分析 2 

维度 指标 剥夺临界值判断与赋值 权重 

健康 

新农合 

参保率 
家中 6岁以上成员全部参保为 1,不足为 0 0.1 

成员身体 

状况 
家中有大病或者慢性病患者并丧失劳动力为 1,否则为 0 0.1 

教育 
受教育 

年限 
16 岁及以上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9年为 0,不足为 1 0.2 

家庭结构 
劳动力 

负担人口 
家庭劳动力平均负担人口大于 143 人为 1,否则为 0 0.2 

生活水平 

人均住房 

面积 
低于 47.41m2为 1,否则为 0 1/15 

耐用消费 

品数量 
家中耐用品拥有 4个以下为 1,否则为0 1/15 

住房质量 住房评定安全为 1,否则为 0 1/15 

劳动力 

水平 

劳动力 

平均年龄 
劳动力平均年龄大于 40.6 岁为 1,否则为 0 0.1 

劳动力 

数量 
当整个家庭中没有劳动力(16-70岁)成员时为 1,否则为0 0.1 

 

三、农村相对贫困识别体系的实证研究——以四川省 X 县为例 

1．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农户数据源于笔者对X县相对贫困试点村实地调研，农户家庭问卷发放总数共223份，其中有效问卷200份，占比89.7%。 

当前涉及多维相对贫困识别的方法主要有：单维度分析、双临界法、并的方法及交的方法，其中双临界法使用最广，是 Alkire

和 Foster 在 F-G-T 指数基础上完善所得，[35～37]本文选用 A-F 法对多维相对贫困进行识别。A-F 法通过比较个体在不同福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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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缺失程度来确定多维相对贫困状态，其衡量指标如下： 

(1）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H）。测度地区多维相对贫困广度，公式为 H=q/n,q 表示贫困维度为 k 时多维相对贫困人（户）

数，n表示评价对象总人（户）数。 

(2）平均被剥夺份额（A）。测度多维相对贫困人口在相应福利指标上的缺失程度， 表示在某一 k值下，多维相对

贫困人口各福利指标的缺失个数，d表示衡量指标数量。 

(3）多维相对贫困指数（MPI）。测度多维相对贫困的广度及福利缺失水平，系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平均被剥夺份额的乘

积，  

(4）多维相对贫困单指标贡献率（MPIj）。表示各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人口的影响程度，找出致使多维相对贫困的主次要因

素， qj表示 j维度下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wj表示维度权重。 

2．相对贫困线划分标准 

查阅《四川统计年鉴（2019）》，当年四川省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 12723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3331 元，农村居

民基尼系数为 35.24。通过式（1）计算得到四川省相对贫困线浮动区间为[4698,7387]，由于我国最新绝对贫困线为 4000 元，

未落在区间内，因而将区间扩展为[4000,738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一区间内的认定为潜在相对贫困群体，此时 X县相对贫

困发生率为 53%。由于省级数据视所有地区收入福利水平一致，缺乏对异质性考虑，结合 X县前期相对贫困治理试点工作的识别

操作，将 X县运用比例法（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50%）划出的相对贫困线与上述结果交互验证，得到符合 X县实际经济发展

水平的相对贫困区间为[4000,6564]，此时 X 县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27.5%。本文认为，相对贫困线划定需参考目标区域实际情况

动态调整，因而将省级相对贫困线作为县级相对贫困线的缓冲线，便于有效识别潜在相对贫困户，防范相对贫困的发生。 

3．多维相对贫困识别 

(1）剥夺维度的效度及相关性检验。鉴于多维相对贫困家庭通常存在收入较低的状况，本文参考仲超的方法，对各维度与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关性进行检验，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剥夺维度作为解释变量，运用 OLS 进行

分析。[38]健康维度中，未购买新农合农户易受疾病风险冲击、成员健康状况会制约家庭发展能力，对收入有负向影响；教育维

度中，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越高意味着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及发展能力，对收入有正向促进；家庭结构维度中，劳动力

负担越大，家庭抗风险能力及发展能力越差，对收入有负向影响；生活水平维度中，耐用消费品数量越多、住房质量越好、人

均住房面积越大意味着农户有更好的生活、生产条件，对收入有正向促进；劳动力水平维度中，劳动力越缺乏、年龄越大则可

选择就业机会越少，对收入有负向影响。 

表 2描述性统计分析 

 平均值 标准差 
极小

值 

极大

值 

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 
8146.156 3029.112 4140 19060 

新农合参保率 0.907 0.211 0 1 

成员身体状况 1.015 0.705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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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年限 7.355 1.683 3 12 

劳动力负担人口 0.494 0.283 0 1 

人均住房面积 49.021 24.028 20 125 

耐用消费品数量 4.835 1.764 2 11 

住房质量 0.940 0.238 0 1 

劳动力平均年龄 37.205 6.885 25 59 

 

在回归分析中，部分指标存在相似性及缺陷，具体表现为：家庭无劳动力时，家庭负担人口被放大，无法有效度量；劳动

力数量指标采用绝对数易忽视家庭规模；两指标均衡量劳动力水平，易导致多重共线性。因此，本文将家庭负担人口与劳动力

数量统一，采用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家庭总人数的比值表示。与此同时，为消除指标赋值相似而使得回归模型失真的问题，将健

康水平从 1、0变量改为三个层次：0表示家庭无患病者、1表示家庭有患慢性病劳动力者、2表示家庭有患大病或慢性病非劳动

力者。 

表 3维度回归结果 

 系数 VIF 值 

新农合参保率 0.339*** 1.18 

成员身体状况 -0.052** 1.07 

受教育年限 0.043*** 1.07 

劳动力负担人口 -0.143** 1.21 

人均住房面积 0.002*** 1.12 

耐用消费品数量 0.065*** 1.23 

住房质量 0.320*** 1.19 

劳动力平均年龄 -0.007*** 1.18 

截距 8.622*** - 

 

从 VIF 值看，数据间不存在多重共线，相关性较弱，数据选取得当。结果显示，成员身体状况、劳动力负担人口、劳动力

平均年龄对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抑制作用，新农合参保率、受教育年限、人均住房面积、耐用消费品数量与住房质

量对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符合前置理论假设，所选维度合理。 

(2）多维相对贫困剥夺估计结果。AF法中，k值意味着不同维度下地区居民相对贫困深度及广度，k值取值越大多维相对贫

困程度越深。 

表 4显示，当 k=0.2 时，总样本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0.540，即 54.0%的农村居民在五个维度中任意一个维度存在剥夺。

当 k=0.3 时，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 0.355，平均被剥夺份额为 0.444，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为 0.158。从变化趋势看，随着 k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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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平均被剥夺份额逐渐增加，其余两指标逐渐减小。当 k=0.7 时，总样本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递减至 0.010，平均被剥夺份

额为 0.722，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为 0.007。可以看出，随着 k值增大，总样本于 k=0.8时无多维相对贫困现象，说明 X县不存在

四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极端贫困现象。 

表 4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结果 

k值 H MPI A 

k=0.1 0.770 0.258 0.335 

k=0.2 0.540 0.211 0.391 

k=0.3 0.355 0.158 0.444 

k=0.4 0.175 0.092 0.524 

k=0.5 0.080 0.048 0.604 

k=0.6 0.045 0.030 0.667 

k=0.7 0.010 0.007 0.722 

k=0.8 - - - 

k=0.9 - - - 

k=1 - - - 

 

(3）多维相对贫困的维度分解。为找出影响多维相对贫困的主次要因素，研究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每个维度的贡献大小，

本文对 k不同取值下的 MPI进行维度分解。 

表 5多维相对贫困静态分解 

 k=0.1 k=0.2 k=0.3 k=0.4 k=0.5 k=0.6 k=0.7 k=0.8 

新农合参保率 0.069 0.065 0.054 0.044 0.031 0.017 0.069 - 

成员身体状况 0.096 0.095 0.095 0.093 0.072 0.083 0.067 - 

受教育年限 0.251 0.269 0.263 0.196 0.153 0.133 0.138 - 

劳动力负担人口 0.121 0.126 0.165 0.240 0.290 0.300 0.277 - 

人均住房面积 0.157 0.127 0.114 0.097 0.078 0.073 0.046 - 

耐用消费品数量 0.118 0.111 0.097 0.095 0.081 0.086 0.092 - 

住房质量 0.016 0.019 0.021 0.022 0.034 0.041 0.046 - 

劳动力平均年龄 0.120 0.121 0.114 0.105 0.121 0.117 0.133 - 

劳动力数量 0.051 0.057 0.076 0.109 0.142 0.150 0.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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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相对贫困识别中，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k 的取值，但学界对 k 的取值并无定论，本文依据高燕

云、张海霞的做法，[39][40]以及 X县多维相对贫困实际状况，将k取值 0.3。由表 5可知，在k=0.3时，三类样本中，受教育年限

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贡献率最高，为26.3%；其次是劳动力负担人口为 16.5%；人均住房面积、劳动力平均年龄对多维相对贫困

贡献率一致，为 11.4%；新农合参保率、成员身体状况、耐用消费品数量、住房质量及劳动力数量五个维度贡献率最低，均小于

10%。值得注意，提高教育水平及改善家庭结构对 X县农户相对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4．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当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相对贫困线时，农户有足够的家庭资本提升个人发展能力，不视

为相对贫困人群，此时不考虑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当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绝对贫困线时，农户无法保证自身

最基本生活标准，视为绝对贫困人口，亦不考虑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情况；当农户收入处于相对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之间，而多

维贫困被剥夺维度大于或等于 1.5 个维度时，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受限，且无法有效抵挡风险冲击，视为相对贫困人群；当农户

收入处于相对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之间，多维相对贫困被剥夺维度小于 1.5 个维度时，农户有足够的发展能力摆脱相对贫困现

状，视为相对贫困边缘群体，需要帮扶主体进一步监测，直至远离相对贫困范围。 

四、相对贫困监测预警机制 

监测预警以农村居民收入及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为核心，层层递进，基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多维相对贫困指数构建相对

贫困监测预警机制（见图 1）对相对贫困问题进行监控。当监测结果达到某个预警级别时，该信息将传递给政府部门，这部分人

群开始受到关注；当监测结果达到介入干预对应级别时，依据相对贫困群体的现实处境，选择合适的手段对该部分群体进行干

预。预警级别越高，发出的警报越强，代表被监测对象贫困深度越深，当其低于绝对贫困标准线时，发出最高警报。 

 

图 1农村相对贫困监测预警机制 

以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关键指标作为唯一预警判断指标时，相对贫困监测预警程序如下：划分为五个预警等级，

含四个临界值，临界值分别为马丁法上限、地区相对贫困收入线、马丁法下限及国家绝对贫困收入线（农村相对贫困监测预警

级别划分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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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农村相对贫困监测预警级别划分 

考虑到相对贫困存在动态调整过程，因此设置相对贫困缓冲区，形成紧密的预警层级。具体分为：Ⅰ级——当农户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5%，或位于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55%且在 1.5 个维度以下

处于剥夺状态，不进入监测预警范围；Ⅱ级——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55%且在 1.5 个维度及

以上处于剥夺状态，或位于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5%～50%且在 1.5 个维度以下处于剥夺状态为监测预警对象，这一

部分人群处于相对贫困缓冲区，容易因风险陷入相对贫困当中；Ⅲ级——当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35%至 50%且在 1.5 个维度及以上处于剥夺状态，或界于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5%与绝对贫困线之间且在1.5

个维度以下处于剥夺状态，属于相对贫困重点预警群体；Ⅳ级——当农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界于全省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 35%与绝对贫困线之间，进入绝对贫困预警范围，在 1.5个及以上维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夺，则贫困程度较深，需及时进

行治理；Ⅴ级——已进入绝对贫困，需要最高预警。预警度越高代表相对贫困的程度越深，越需要重点关注、及时治理。其中，

Ⅳ级处于绝对贫困缓冲区，属于相对贫困“底部”的脱贫户和非建档立卡户中的“边缘户”，返贫风险高，是重点关注群体；

Ⅴ级是收入处于国家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属于返贫预警人群，急需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五、结论与建议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的核心观点和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实际，本文提出“一线一体系”思路进行相对贫困识别——“一线”

即研究相对贫困收入线标准的划分，“一体系”是通过多维度的指标建立相对贫困评价体系，然后通过数学方法实现，得到多

维相对贫困指数，最后综合判断监测对象是否属于相对贫困群体。在识别体系基础上，本文综合考虑收入和多维的相对贫困标

准划分出五个不同程度的预警等级。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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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完善识别体系是相对贫困有效治理的先决条件。建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须首要明确识别标准的问题，启发我们

结合实际、取长补短，善用国内外相对贫困治理最新研究成果，建立动态调整、具有时间意义的相对贫困识别体系。改良后的

马丁法，以农户基本食物消费收入线、基本食物消费支出及基本必需品支出线作为识别区间，动态衡量相对贫困人口，实现绝

对贫困治理向相对贫困治理过渡，该方法运用到农村的相对贫困识别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本文提出的“一线一体系”建立在

数据管理精准的基础上，根据多维相对贫困的综合评价，及时将相对贫困群体纳入动态调整范围，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此外，在相对贫困群体的识别工作中，不同地区还可以根据实际设置差异化门槛，3或以民主评议等方式作为监督程序的补充。 

其次，需要进一步构建涵盖家庭结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就业情况、健康状况等多维度指标的相对贫困评价体系。与

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具有贫困面广、贫困风险高的显著区别，也在持续增收、长效治理、能力提升、防贫预警等方面出现

新的挑战。相对贫困被更多地强调为社会层面的“相对剥夺感”、脆弱性，与财富、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配有关，又与个

人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公平观紧密相连，非收入性质的各类指标剥夺切实存在于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语境中。 

最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需要落实动态管理基本要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谋划后续精准帮扶。在实际操作中，相对贫困识

别体系与监测预警机制相互补充、有机协调，规避因收入和多维指标未同时满足而被隔绝在相对贫困之外的边缘贫困现象，成

为动态管理的主要依据。相对贫困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借鉴绝对贫困识别机制的动态调整方法，相对贫困治理应立

足长远，围绕降低扶贫成本、高效识别相对贫困群体核心目标，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通过监测预警机制及

时干预介入，调整优化现有扶贫标准和相关措施，防范相对贫困发生。 

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与农村相对贫困识别与监测预警有关的治理工作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建设： 

第一，着眼可持续发展，构建长效稳定脱贫机制。一是充分调动相对贫困群众的自身潜力。坚持“扶智、扶志、扶技”相

结合，加强对孤寡老人、贫困残疾人、重大慢性病人及因重大灾害致贫等特殊贫困群体的救助，挖掘部分特殊贫困群体发展潜

力，培育劳动技能，实现特殊贫困群体“再造血”能力。二是坚持市场导向。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合作社等在贫困群体中的利

益联结作用，形成互为合作的扶贫模式，壮大集体经济，拓展相对贫困户更具持续性的增收来源。三是深入推进生态和资源优

势价值化。紧扣资源的绿色开发与产业绿色布局，建立农畜产品的原料生产和深加工基地；以生态绿色为基底，创新旅游开发

建设模式，充分利用地方传统文化及特色产品，发挥“旅游+农业”“旅游+文化”“旅游+康养”等新兴产业综合联动效应。四

是激发扶贫供体和目标对象的动力。一方面，强化扶贫干部的绩效管理与反向约束，激励扶贫干部切实履职并做好监督，避免

贫困户在享有政策上的排挤现象。另一方面，深入推进技能与教育扶贫，注重长短期结合，长期通过具体的引导和激励措施提

升相对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年限，短期通过农业生产和非农技能培训，促进相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内源式发展。 

第二，完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形成相对贫困治理的多元保障。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促进”

的相对贫困多元治理机制。政府要在顶层设计上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体系等，不断提升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的

能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的治理，有效整合社会扶贫资源，建立城乡相对贫困家庭社会服务体系，吸引社会力量广泛、

有序、常态地“靶向”参与。推动有益于贫困群体的市场话语体系确立，带动相对贫困群体立足农畜产品、生态资源价值化、

非农就业优势融入市场体系，进一步增加收入，筑牢解决相对贫困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突出相对贫困对象治理、帮扶工作

的过程化、信息化和动态化管理，确保相对贫困对象有进出、帮扶过程留痕迹，进一步将精准治理落到实处。贯彻国家关于2020

年后相对贫困治理的相关工作意见，细化、实化相对贫困档案管理工作规范，切实发挥相对贫困治理数据资料在治理工作实施

中的重要引导作用。引入相对贫困治理反馈机制，相对贫困户脱贫退出后，深入剖析目标农户贫困治理过程中的优缺点，将成

功案例作为典型广泛宣传。 

第三，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协同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要把乡村振兴的理念贯穿到解决相对贫困

的全过程。畅通城乡间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为解决相对贫困营造健康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将相对贫困治理要点纳入经济社会

整体发展中，协同推进区域发展与相对贫困治理，将乡村振兴战略思想和原则融入具体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体系中，指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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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科学制定符合地区发展实际的相对贫困治理规划方案。另一方面，将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先导任务。

将扶贫经验延续到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扶持和打造长效扶贫产业，既要重视产业的启动也要加强后续监管，切实促进农民稳

定增收和区域持续发展，不断化解相对贫困户与非相对贫困户之间发展差异的矛盾。 

第四，筑牢相对贫困治理要素支撑，夯实相对贫困治理基础。以产业、金融、信息等要素供给为重点，构建解决相对贫困

的多要素支撑体系。一是发展产业增收，形成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增加和拓宽相对贫困个体参与市场的机会和空间。二是重视

金融赋能，通过金融的调剂作用，实现产业和市场的有机衔接，在相对贫困治理中实现各种金融力量持续发力、优势互补，积

极推广金融产品，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金融产品认知和可达性。三是强化信息扶贫，进一步引导相对贫困群体参加各类互助组

织，扩展获得各类信息和资源的途径与方式，尤其是农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惠民政策，“省、市、县、乡、村”五级要形成官

方信息矩阵，引入多元渠道传递惠民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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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指标临界值设定方面，本文根据实证样本县所处四川省的社会评价公开数据所对应人均数值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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